
一　毛澤東為甚麼沒有選擇張春橋作為接班人

張春橋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筆桿子和首席理論家。

從1964年策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始，中共中央許多重大文件和

文章都出自張春橋之筆或經其重要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

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評「三家村」〉、〈五一六通知〉、〈工人階級必須領導

一切〉，等等。連家喻戶曉的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也由張起草修改。

集中反映文革理論的中共九大報告，原先由陳伯達起草，後毛決定交給張春

橋、姚文元起草。中共十大報告也是張主持寫成。

張春橋和姚文元在1967年2月最早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理

論，11月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完整理論。他們還提出了教育戰線

「兩個估計」和「全面專政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文革典型理論。因此1975年

上海「四人幫」黨羽提出「張春橋思想」是「第四個里程碑」，是有所本的1。值得一

提的是，在文革中，從未見到毛澤東比較嚴厲地批評張春橋。

另一方面，張春橋與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新貴不同，有ó抗戰前參加革

命的資歷，是個延安出來的老幹部，而且從基層提升起來，歷經上海中國左翼

作家聯盟（「左聯」）成員，延安陝北公學宣傳科科長，《晉察冀日報》總編輯2，石

家莊市委秘書長，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書記處書

記等職務。1917年出生的他，文革中五十來歲，年齡又較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

中央領導人等有合適的差距。

以上種種因素，使得毛澤東曾經幾次考慮過把張春橋作為接班人。一次，

毛與林彪談到林之後誰接班的問題，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引起了林的極大疑

慮。周恩來逝世後，1976年春，毛考慮接班人時，又想過張春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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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甚麼最終沒有選擇張春橋作為接班人？張的歷史問題是一個致命

弱點，而且在文革後期的高層激烈鬥爭中成為一個隱秘焦點，至今仍然是個沒

有完全解開的謎。

1967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張春橋」的狂飆。各路反張群眾組織的武器，

就是張春橋曾經是「叛徒」的歷史，以及他1930年代以「狄克」為筆名寫文章攻擊

魯迅。

1971年，林彪集團在〈「571工程」紀要〉�明明白白地寫道：「一定要把張抓

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雖然中央當作罪證發文

時加了個註腳：「這是林彪一夥對張春橋同志的造謠污蔑和陷害。」3但並沒有說

明根據，反而等於把張的「叛徒」問題昭示天下。因此，當時中央就有人提出不

要這樣印發，但毛澤東不知出於甚麼考慮，執意要這樣做。

1973年4月9日，剛復出的鄧小平、卓琳夫婦來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周恩

來。這是時隔七年之後兩家人的第一次會面。周恩來首先說的話，就是「張春橋

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又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4

1974年12月26日，周恩來在長沙與毛澤東單獨談話，周說，懷疑江青、張

春橋歷史上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只表示已經知道了5。

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對王海容、唐聞生說：我恐怕不久於人世了。

有件心事總放不下，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都是叛徒。我

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讓我看的。你們可以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

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他們可以證實江青、張春橋是叛徒。他還說，這事他

在延安的時候就已經清楚，但一直沒有向中央和毛澤東反映。王、唐把此事告

訴了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6。

同年12月，奄奄一息的康生突然提出要到醫院去看望同樣久病不起的周恩

來。救護車開進院子，躺在擔架車上的康生吸ó氧、輸ó液，掙扎ó與周恩來

單獨在房間密談了一個小時7。偶爾進去的醫護人員聽到，他們在談論江青、張

春橋的叛徒歷史。康生要周和他一起寫報告給毛澤東，周認為康生作為中央副

主席，完全可以單獨給毛寫報告8。

1976年4月下旬，江青聽聞康生生前有此舉動，找章含之問情況。4月25日

章給毛澤東寫了關於康生揭發江、張歷史問題的報告。5月13日，毛遠新傳達毛

澤東的指示，要章含之和她的丈夫、外交部部長喬冠華把所有情況向中央五人

小組匯報。5月17日，喬、章向包括張春橋在內的五人小組當面匯報了康生的揭

發情況。江青在喬、章寫的材料上批示：「此類事逐漸會揭發出來，我看他們是

否高超過林彪？據說，他們的大、小艦隊活動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艦隊有

過之而無不及。」又表示自己要「吃的飽飽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

仗！」9但張春橋沒有寫一個字。

7月下旬，江青說有要緊的事，毛派張玉鳳去聽。江說：釣魚台八樓那個人

（指康生）已經好幾次不省人事了，病得不行了還整我，說我歷史有問題，是叛

徒。張回來向毛匯報後，毛沒說話，只點點頭bk。

江、張歷史問題的地雷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爆炸。行動前夕，華國鋒問汪

東興，如何整理「四人幫」專案材料？汪胸有成竹地表示，他已經準備好了，一

1977年3月6日發出的

〈王洪文、張春橋、江

青、姚文元反黨集團

罪證（材料之二）〉，

指出張春橋「一九三

三年參加國民黨復興

社的法西斯蒂組織華

蒂社」，「一九三五年

到上海，在復興社特

務崔萬秋的指使下，

從事文化特務活動」，

「瘋狂反對魯迅」，「偽

造入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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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百年中國與世界 查檔案就可以解決。10月7日，即隔離「四人幫」後的第二天，華國鋒給公安部副

部長嚴佑民寫了一張條子，要他去中央組織部調走了「四人幫」的絕密歷史檔

案。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王張江姚專案組編寫的〈王洪文、張春橋、江

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指出：「根據大量的確鑿的證據，現已

查明，張春橋是國民黨特務份子」，主要依據是：「在濟南正誼中學充當國民黨

特務」，「一九三三年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一九三五年

到上海，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瘋狂反對魯

迅」，「偽造入黨歷史」bl。

但是，材料並未能證實「叛徒」說法——因為張春橋從來沒有被捕過。這些

雖然只是文革前的個人歷史問題，但是，在文革那個依靠專案定性的時代，就

成為可以左右接班人決策、改變國家歷史的大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張的歷史問

題進行一番考證。

二　關於「一九三三年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
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

1933年，張春橋十六歲，在濟南正誼中學（今濟南藝術中學，又名濟南第一

職業中等專業學校）讀二年級，結識了一批文友。來往較多的有馬吉峰（又名馬

蜂）、吳稚聲、王大同、丁里（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常常在一起

談論文學創作。大明湖畔，秋柳亭�，是他們流連忘返的處所。

春夏之際，濟南高級中學一個叫李樹慈的學生找到張春橋，要發起一個文

學組織「華蒂社」，「華蒂」，即英文“WHAT”。上海《文學》月刊1934年7月號（一

周年紀念號）上報導這個組織的情況說：「華蒂社：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春天。最

初社友有二三十個人。如李樹慈、金燦然、馬蜂、吳稚聲、張春橋、孫任生

等，都是發起的人。」「華蒂社最發達的時候，社友達六十餘人，出版了兩個周

刊，一個月刊。」張春橋在《華蒂》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有創刊號的〈銀玲〉、第二期

（一卷二期）的〈秋〉bm。

「華蒂社」到底是個甚麼性質的組織？1976年11月13日，李樹慈這樣交代bn：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濟南由黃僖棠介紹，參加「中華革命同志會」的，

後改為復興社。在山東省的國民黨復興社正副頭目是秦啟榮、黃僖棠。

〔一九〕三三年春夏，黃僖棠授意我，以編文藝刊物為誘餌，收買拉攏一批

青年學生，成立了「華蒂社」。這個組織是由我和張春橋、馬吉峰等人發起

的。刊物也以《華蒂》為名。「華蒂」，暗含「中華法西斯蒂」之意，以使這個

反動組織的政治性質更加明確。

復興社給我的任務是：利用編這個所謂文藝刊物，為國民黨反動派跟

共產黨爭奪青年，抵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青年運動；通過分發、推銷《華

蒂》刊物，跟學生聯繫交往，探聽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情況，為復興社提

1977年3月的材料並

未能證實「叛徒」說

法——因為張春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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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情報。張春橋是「華蒂社」中堅份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介紹了

陳慶璋參加「華蒂社」。張還模仿被魯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種人」的情調，

給《華蒂》刊物寫了五、六篇稿子。他還拿Î《華蒂》刊物到各學校去分發、

推銷。

復興社，全名「中華民族復興社」，又稱「藍衣社」，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派

系特務組織。那麼，張春橋是否知道和參加了復興社？1955年11月20日，李樹

慈向中央戲劇學院組織交代通過「華蒂社」發展復興社成員問題時，曾說：「我記

得曾要金燦然發展朱羲玉、余文明等發展張春橋。但他們是否參加了，我現在

記不清楚，不能肯定。朱羲玉參加的可能性大些。」bo無論張春橋是否參加過復

興社，他後來對「華蒂社」受復興社操縱的背景是清楚了。1944年，張春橋向黨

組織交代說bp：

還認識一個叫李樹慈的，他組織一個文學團體叫「華蒂社」，據說是

「WHAT」的意思，後來聽說他是藍衣社，「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前

此，我曾給他的刊物寫過文章（內容記得是寫〔19〕31年大水災的），以後就

不敢來往了。

張春橋並沒有把自己是「華蒂社」發起人的詳情和盤托出。1956年，當上海

市委核查他的歷史，問到「華蒂社」問題時，他才比較詳細地交代bq：

時間是一九三三年，我在初中讀書時，已經記不起是甚麼人介紹的

了，認識了李樹慈（束絲是他的筆名）。他辦《華蒂》月刊的時候，曾經約一

些當時的文學青年寫稿，我也是被邀的一個，並且給他們寫了一篇稿子，

內容是寫魯西水災的，據我記得這篇文章並沒有錯誤，因為一九三七年我

還想把他〔它〕收集在一本小冊子5加以出版。當時我的政治覺悟雖然不

高，但對國民黨是沒有甚麼好感的。我在自傳5已經寫了當時我的思想情

況。不過，現在看來，我當時對李樹慈這樣的人也沒有惡感，以為他也是

一個文學青年。

不久，我就聽到傳聞說李樹慈是藍衣社份子，感到給他寫稿是上當，

就不和李樹慈往來了。

過去我一直沒有把它當作我的一個甚麼問題。這說明我對這個問題是

不夠嚴肅的。

在1930年代複雜的社會中，十五六歲的青年學生初涉世事，並不能決定他

們以後的道路和命運。如前面說到的金燦然，1938年到延安，加入中國共產

黨，在馬列學院研究歷史，任范文瀾的助手，參加編寫了著名的《中國通史簡

編》。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長，在文革中遭受迫害，1972年含冤而

逝。然而，即使在文革中給他扣上的種種罪名�，也沒有「特務」這一項。

與金燦然同樣作為

「華蒂社」發起人，同

樣到延安參加革命，

同樣任新中國建國之

初新聞出版事業負責

人之一的張春橋，在

文革中卻變成了殘酷

打擊當年文友和同志

的元兇。可見歷史要

蓋棺論定，並不在早

年一時一事。



6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同樣作為「華蒂社」發起人，同樣到延安參加革命，同樣任新中國建國之初

新聞出版事業負責人之一的張春橋，在文革中卻變成了殘酷打擊當年文友和同

志的元兇。可見歷史要蓋棺論定，並不在早年一時一事。

三　關於「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瘋狂反對魯迅」

1935年下半年，中共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當時上海左翼

文化運動以周揚、夏衍等人為主的黨內領導者，認識到左翼作家工作中確實存

在ó「左」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於年底決定「左聯」自動解散，並籌備成立了

新的「中國文藝家協會」。而魯迅對此產生抵制情緒，表示「現此翼已經解散，別

組甚麼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br。「也要聯合國民黨，那些先前投敵的份

子，是最歡迎的了。」「我確是不容易改變，就算記住敵人的仇恨是一種錯誤

罷，也就只好錯誤了⋯⋯不念舊惡，甚麼話！」bs

1936年，爭論已經公開化。6月7日，周揚發表〈關於國防文學〉文章，批評

關門主義和宗派情緒。8月15日，馮雪峰替魯迅擬稿，經魯迅修改和增補，發表

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進一步明確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

大眾文學」口號，並猛烈抨擊「國防文學」。張春橋一開始就堅決地支持代表上海

左翼文化運動黨組織的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於1936年3月15日以「狄克」

為筆名在《大晚報》副刊〈火炬〉發表了一篇批評《八月的鄉村》的文章，題為〈我們

要執行自我批判〉。魯迅於4月16日寫出〈三月的租界〉，予以反駁bt。當時像這種

爭論舉不勝舉，張文顯然是緊跟上海左翼文化運動黨組織的行為，他後來到了

延安仍然堅持認為這是追隨「黨的方針」。魯迅當時也沒有視為敵我之爭，說：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

故。」ck

剛粉碎「四人幫」，周揚尚未解放時，《人民日報》的文章這樣說到張春橋和

魯迅的關係cl：

就是這個張春橋，在三十年代竭力推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跟周揚等

「四條漢子」一起，充當「圍剿」魯迅的急先鋒，充當民族敵人和階級敵人的

一條叭兒狗。他在反動的《大晚報》上，化名「狄克」，拋出黑文章，攻擊魯

迅「把一個良好的作者送進墳墓5去」，其目的就是要挾魯迅向他們的「國防

文學底路線」屈服，向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屈服。

當時，在一些左翼作家和魯迅的論爭中，比張春橋文章激烈得多，爭論問

題大得多，被魯迅斥為「昏蛋」的，大有人在。顯然，狄克文章的背景和影響，

當時並沒有被人當作一回事。因此，張春橋仍然繼續在進步文化界中積極地參

與活動，「狄克」的筆名也繼續多次使用。

至於張文發表在國民黨特務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火炬〉上，也不能

說張受其指使「從事文化特務活動」。當時崔萬秋的公開身份是進步作家和報刊

張文發表在國民黨特

務崔萬秋主編的《大晚

報》副刊〈火炬〉上，

也不能說張受其指使

「從事文化特務活動」。

當時崔萬秋的公開身

份是進步作家和報刊

編輯，秘密特務身份

只有極少數人知道，

因此，一些進步作家

與他來往，在他主編

的副刊上發表文章不

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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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秘密特務身份只有國民黨特務中極少數人知道，因此，一些進步作家與

他來往，在他主編的副刊上發表文章不足為奇。「國防文學」的口號最早就是周

揚1934年10月27日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提出cm。張春橋一到上海，就結識了

崔萬秋，並積極為《大晚報》寫稿，換取稿酬。這一時期，《大晚報》是他發表文

章最多的報刊之一。

四　關於「偽造入黨歷史」

關於「偽造入黨歷史」，此事最為複雜，也是張春橋一直苦惱向黨組織說不

清楚的歷史cn。

1935年，張春橋離開濟南到上海，住在陳白塵家的時候，結識了一批進步

作家，其中有一位名叫尤兢，即後來改名于伶的戲劇作家。10月的一個下午，

張春橋從生活書店買書出來，正好碰上尤兢，對他說：我們在馬路上隨便走走

吧。閒談了一陣後，尤兢問：「你要不要加入一個文藝團體？」正苦於無人賞識

的張春橋立即說：「當然想了，不過誰肯介紹呢？」「我就可以介紹。過兩天有個

人來找你，手�拿一張《申報》，你頭一句話說⋯⋯就接上頭了。詳細情況他會

告訴你。」

興奮的張春橋等了兩天，果然來了一個名叫陳鶴的人，告訴他要他參加

的團體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左聯」，要他寫一份自傳，等候審查。大喜過望的

張春橋立即寫好自傳交上。後來，他接到通知，被批准加入「左聯」。以後，

又加入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社聯」），但只過「左聯」的組織生活。在「社聯」�，

張春橋參加了學習活動，主要是學習拉比杜斯著，李達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教

程》、恩格斯著，吳黎平翻譯的《反杜林論》、沈志遠著《黑格爾與辯證法》等。

有時也談論時事，還參加了示威遊行，還在夜�出去張貼過擁護蘇維埃政權的

標語。

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就在狄克文章發表後不久的1936年4月，一個叫老宋

的人忽然鄭重地問張春橋：「你願意不願意參加共產黨？」張春橋回答說：「我當

然希望加入。」張春橋早已猜測到老宋是黨員，但沒有人說明，他也不敢問。老

宋說：「過幾天，在『社聯』負責和你聯繫的那個泰國華僑林福生來找你談話。」

幾天後，林福生果然如約而來。他說：組織上對你已經了解了，你可以不再寫

自傳。他又告訴了張春橋黨的誓詞：對黨的事業忠誠到底，嚴守秘密等。又過

了幾天，老宋通知張春橋到楊樹浦一個工人家�開會，一共有四個人，指定一

位姓王的工人作「支部書記」，分配張春橋負責宣傳工作。

就這樣，沒有經過審查，沒有寫自傳和填表，沒有宣誓，沒有經過入黨前

的預備期，張春橋就奇怪地被接納為「中共黨員」，而且一下子成了「支部宣傳委

員」。

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虹橋機場中國駐軍大舉進攻。9月初日軍已經

逼近北火車站，南站也被炸毀，只有西站可通車。馮雪峰、胡風等一批進步文

化人士，都準備離開。9月7日這一天，老宋找到張春橋，告訴他自己準備到後

關於「偽造入黨歷史」，

此事最為複雜，也是

張春橋一直苦惱向黨

組織說不清楚的歷

史。1935年，張春橋

離開濟南到上海，沒

有經過審查，沒有寫

自傳和填表，沒有宣

誓，沒有經過入黨前

的預備期，就奇怪

地被接納為「中共黨

員」，而且一下子成

了「支部宣傳委員」。



6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方去工作，今後由一個姓王的來和他聯繫。張春橋急切地問：「我能不能到濟南

去？因為那�我熟人多，語言也相通，便於工作。」老宋同意了。以後，張春橋

和老王見了兩次面。他問：自己去濟南組織關係如何轉？老王只含糊地回答：

現在打仗，沒法轉，我要去江北也是一樣。你把地址留下，以後轉過去。

9月13日，張春橋把行李和書籍存放在于黑丁家�，登上了離開上海的火

車。然而濟南也危急起來了，日軍已經佔領了黃河北岸。徘徊之際，張春橋在

書店�買到了幾份《救亡日報》，上面登ó陝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和延安抗日軍政

大學校長林彪共同署名的招生啟事及延安的通訊，在三原、西安、延安三地設

立招生處，接待從各地前來的報名者。

張春橋和父親張開益商量去延安，張開益說：「一家人分散太遠了不好。國

共合作到底能堅持多久？」張春橋說：「看樣子，國共合作不會一天兩天就要破

裂，以後的天下不會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了。如果日本人來了，你還可以做事，

對我可不利。」又說：「我還可以把二弟秋橋也帶到延安去，家�也能減少負擔。」

談了兩個晚上，張開益終於答應了，給了張春橋路費。這時候，濟南城�已經疏

散得稀稀落落。張春橋正住在山東同鄉趙君弼家�。12月初，張春橋對趙君弼說

他要去延安。趙君弼說：「你去吧，我得留下來幹。」張春橋說：「你留下幹吧，我

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幹好了，就幹下去，如果幹不好，就回來再找你。」

因為徐州被日本飛機轟炸得厲害，張春橋就帶ó張秋橋從巨野向南出發，

有時步行，有時乘車，穿過魯西平原，經過商丘到達開封，在那�乘坐隴海線

火車到達西安，已經是12月底了。在西安，他們本想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去

聯繫，但恰好看見汽車站有賣到延安的車票，於是，1938年1月3日買了票就登

程出發。

1月7日，張春橋一行到達了延安。他先去找成仿吾。因為他在上海的時

候，曾經把自己參與編輯的《文化新聞》往延安寄了很多，得到成仿吾用「石厚生」

的名字寫來的回信，予以鼓勵。在濟南決定去延安時，張春橋已給成仿吾寫了

一封信，問能否去延安，但未等到回信就出發了。

成仿吾還記得張春橋，聽了情況介紹以後，當即答應把張秋橋編到陝北公

學學員隊。因為張春橋稱自己在上海入過黨，成仿吾就把他介紹到陝甘邊區政

府招待所住下，要他直接到中央組織部談自己的組織問題。

中央組織部的賈震和張春橋談了幾次話。張春橋說：自己的「組織關係」是

從上海回到濟南以後沒有轉去。賈震看了他寫的反省式自傳，又要他寫了在上

海工作情況和失掉組織關係的報告。問他：「你對目前革命有甚麼意見？」張春

橋想起離開濟南時父親擔心國共合作不能長久、一家人要天各一方的話語，就回

答說：「要絕對地鞏固國共合作。」隨即又補充一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co

他所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設想的國共聯合政府之類的共和國，名稱相同

純屬巧合。

在招待所住了將近一個月，張春橋又寫了一個補充報告。2月初，賈震通知

他，因為沒有組織關係，也沒有人能證明，因此組織關係不能恢復，但是可以

先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陝北公學政治部，任校刊編委會的秘書，又來到了成

1938年1月，張春橋

一行到達了延安。他

帶來的弟弟秋橋在

3月迅速入了黨，而他

仍然是「黨外人士」。

他四處奔波，找到原

來在上海一起工作過

的同志，也找到了當

時上海黨組織的最高

負責人周揚，然而，

他們都無法證明張春

橋是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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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吾的身邊。為了聯繫已經畢業的陝北公學同學，擴大影響，學校成立了陝北

公學同學會，張春橋被調去負責對外聯絡工作，包括寫覆信，寫稿件到國民黨

控制地區去發表。

張春橋的「組織」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他帶來的弟弟秋橋也在3月迅速入了

黨，而他仍然是「黨外人士」。他四處奔波，找到原來在上海一起工作過的同

志，也找到了當時上海黨組織的最高負責人周揚，然而，他們都無法證明。周

揚只謹慎地為他寫了一個證明，大意是：在上海時期的左翼文化活動中見過張

春橋（在梅益同志家�和他見過一面），知道他是從事革命文學活動的，但當時

黨組織關係很亂，無法證明他是黨員。

張春橋不能再等下去了。8月，由陝北公學校部秘書、黨支部書記顧光斗和

陝北公學同學會工作的黨小組長雄飛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此之前，他到底有沒有入過黨？

1950年10月，在填寫〈華東軍政委人事局製職員簡歷表〉的時候，張春橋仍

然堅持寫道cp：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經吳成志林福生介紹入黨。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經顧光斗、雄飛介紹重新入黨。〔19〕39〔年〕二月

轉正。

1955年11月，張春橋任上海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代書記後cq，再次向中共

上海市委提出，要求確認他1936年4月起的黨齡。並且提出了請當時任內蒙古自

治區人民委員會委員、林業廳廳長的宋振鼎，即他所說的「吳成志」，給他寫一個

證明材料。但是，調查的結果並不如他願。宋振鼎只是含糊地說cr：

張春橋同志在上海時，確曾參加過社會科學者聯盟。

張春橋入黨時間我已記不清（我記得離抗戰時間不遠），可能是一九三

七年，不是一九三六年。那時上海黨對發展黨員很嚴格，一般的只放在黨

外工作，但發展手續又很不完全，我只記得張春橋是提到黨組織批准的，

由吳仲超通知我同意張入黨，既無明確的介紹

人，也沒有填表。

這些話充滿ó矛盾。宋既說當時「對發展黨員很

嚴格」，又說「同意張入黨，既無明確的介紹人，也

沒有填表」。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張春橋自己填

表時寫的入黨介紹人「吳成志」，否認張有入黨介紹

人和填過表。那麼，張春橋的「組織關係」沒有轉到

濟南，就好解釋了。因為他既然當時沒有寫過申

請、填過表，也沒有交過自傳，也就根本沒有「組織

關係」可轉。

張春橋自己填表時寫

的入黨介紹人「吳成

志」，否認張有入黨

介紹人和填過表。那

麼，張春橋的「組織

關係」沒有轉到濟

南，就好解釋了。因

為他既然當時沒有寫

過申請、填過表，也

沒有交過自傳，也就

根本沒有「組織關係」

可轉。

1955年任上海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

代書記的張春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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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張春橋同志以前沒有見過，所以不認識，解放後到上海才認識起

來，關於張春橋同志何時入黨及一九三七年他到濟南後為甚麼沒給他轉關

係，我已記憶不起來了。

那時的情況是這樣的，我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出獄到上海，不久和宋振

鼎同志認識，當時都在找黨的關係，我到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經張執一同志

才與黨取上聯繫，組織綢廠工作委員會，從此又開始黨的活動。宋振鼎同

志出獄後在上海曾聯繫了一些脫黨的同志，後來當和黨取上聯繫不久恢復

了他的黨籍。

他最後說：「如果宋振鼎同志說張春橋同志是入黨的，那麼張春橋同志的入黨時

間應該是一九三六年底或一九三七年初。」ct

從這些話，我們可以分析出以下事實：

首先，吳仲超在建國前根本沒見過張春橋，這時也沒有證明張入過黨的意

思，只是說「如果宋振鼎同志說張春橋同志是入黨的」。這實際上否認了宋振鼎

所說「由吳仲超通知我同意張入黨」的說法。其次，無論是吳仲超還是宋振鼎，

1936年4月都不可能介紹張入黨，因為他們自己當時還沒有和黨組織取得聯繫。

考慮到調查時張春橋已經取得了上海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代書記的地位，

因此，吳仲超的回答比較模糊可以理解，但還是實事求是的。

面對調查結果，張春橋又是如何自圓其說的呢？他說dk：

我想了幾天，實在弄不準確了，我記得當時我還穿Î夾衣，下Î細

雨，我一直記得是一九三六年春天。現在我想可能是我記錯了，正確的日

子應當在一九三六年秋，或者一九三七年春，因為穿夾衣這一點我是記得

很清楚的。如果是一九三七年，我為甚麼記成一九三六年呢？我到現在還

想不出一個解釋。

我對記時間數字特別低能，到現在我自己的、父母的、孩子的生日我

總是問了忘、忘了問一直記不得，真是苦惱的事。我希望從自己入黨的日

子記不清這件事取得教訓。

為了符合「4月」，他很快給自己重新定位了一個從來沒有說過的「1937年4月

入黨」的新說法dl。以後，他即照此改寫了個人歷史。然而，這無法令人信服。

一般的人對日、月或許會記錯，記錯年頭的卻很少。一般的人對一般的事容易

記錯，對入黨這樣關乎自己政治生命的大事，不大可能記錯年頭。尤其是張春

橋，連自己少年時代何時何地發表了哪篇文章，都能如數家珍，一一道來，怎

麼會記錯入黨年頭這樣的政治生命的起點？儘管他一再責怪自己「低能」，卻還

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其實，張春橋「1936年4月入黨」的說法也並非憑空捏造。問題在於當時上海

地下黨組織的複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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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捏造。問題在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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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些和黨組織失去

聯繫的黨員自行成立

的組織，並非正式的

中共組織。因此，張

在上海根本沒有加入

過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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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以後，上海中共黨組織與中央失去了聯繫，直到1936年5月馮雪峰

受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周恩來委派，作為中央特派員再次回到

上海，才開始了重建中共上海黨組織的工作。在此之前，在上海自然存在或自

行建立的黨組織，有上海的中國共產黨臨時工作委員會（「臨委」）和文化工作委

員會（「文委」）等近十個系統，馮雪峰都分別進行了考察和處理，貫徹了中央的

「隱蔽精幹，長期埋伏」方針。他還陸續通過王堯山等，聯繫上一部分失去組織

關係的黨員，叫他們暫時以個人的名義根據中央的政策去從事活動。這種情況

一直到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劉曉到上海負責籌建中共江蘇省委時為止。

那麼，張春橋參加的是甚麼組織呢？這個謎底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完全

揭開。

1976年10月18日，吳仲超寫的材料明確指出dm：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人成立了一個預備黨員委員

會，這是個非法組織。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這個組織。

解放前我不認識張春橋，文化大革命中，從外調的小將們口中才知道

那個委員會內有張春橋。

12月25日，宋振鼎寫的揭發材料說dn：

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間，我（化名吳成志）與原社聯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

來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曾經我介紹張春橋

參加為預備黨員。這個組織沒有黨的組織領導，是我們自己成立的。成立

不久，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找我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叫立即解

散。我們當即解散，並通知到所有參加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此後，我

再未介紹過張春橋入黨。

原來，張春橋1936年4月加入的是由一些和黨組織失去聯繫的黨員自行成立

的組織，並非正式的中共組織。未經上級黨組織批准而成立，根據黨章當然是非

法的，被解散也是正確的。因此，張春橋在上海根本沒有加入過中國共產黨。

五　關於「叛徒」

當然，這種組織起來的群體雖然不能稱為黨組織，但也不能簡單地稱張春

橋「偽造入黨歷史」，「叛徒」更是談不上。所以，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審查後曾

作出結論：恢復張春橋1937年4月至1938年8月重新入黨前的一段黨籍。由此，也

可以知道，前述康生舉證說吳仲超知道張春橋是叛徒的說法，也不成立。因為吳

無論在張任要職時還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都堅持說在建國前不認識張。

至於康生所提出的另一個證人王觀瀾，與江青有關，但與張春橋無關。

1977年中共中央關於「四人幫」的罪證材料上，說「江青是叛徒」，唯一依據就是農

業部人事司副司長、王觀瀾夫人徐明清的交代。江青1934年曾在徐領導下從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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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雖然暫時地得逞

了——把入黨時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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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付出了代價——向

黨隱瞞歷史真相。這

成為他日後的一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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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命。但是，徐後來寫出更正材料說明，她所揭發的「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那是由

專案組人員口述，她被迫執筆寫成的。她不承認能證明「江青是叛徒」的問題。

張春橋的要害問題並不在此，而在於他明明接到通知，告訴這個組織被解

散，仍然要在以後的長時間�稱自己當時加入了黨組織。他為甚麼要堅持這樣

說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促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黨組織

得到了大規模發展，此前和此後的中共黨員在建國後的政治待遇是有較大差別

的。如果能將自己的黨齡推到「七七事變」以前，將會是一種政治資本。張春橋

的目的雖然暫時地得逞了——把入黨時間定為1937年4月，但是也付出了代價——

向黨隱瞞歷史真相。這成為他日後的一個政治歷史問題。

經過上述三方面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張春橋雖然在歷史上有

問題，但並不是叛徒和國民黨特務，而且這些問題在文革前已經交代過，有組

織結論。

文革中，林彪集團要向全國昭示張的「叛徒」歷史，康生根據毛批評「四人

幫」的風向來揭發張是「叛徒」，周恩來多次以「叛徒」和「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來阻

止毛對張的信用，都是當時特定政治鬥爭的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澤

東最終沒有把最高權力託付給張春橋。

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值得深思。

《水滸傳》第一回有個故事：「洪太尉誤走妖魔」，說的是宋朝廷派洪太尉去

華山進香，誤揭了天條，放出種種「妖魔」，使得「天下大亂」。那麼，究竟張春

橋、姚文元原本就是「妖魔鬼怪」，放他們出籠才掀起了文革？還是文革的特定

環境揭去了民主、法制的「天條」，使得一些雖然有嚴重問題但還不至於是「敵人」

的人野心急劇膨脹，得以為所欲為，終於變為「妖魔鬼怪」？

一些材料和著作包括葉永烈的《張春橋傳》，把張春橋描述成從小就壞透了

的惡棍，一參加革命就是混進來的「階級異己」份子——十六歲就參加法西斯組

織，十八歲就接受國民黨特務指令攻擊魯迅⋯⋯do且不論事實如何，僅這種思維

定式，就將一個深刻的問題引向了簡單化的誤區。這仍然是傳統的「階級鬥爭」

思維。當然，從寫作傳記的角度，這也是最省事、最保險的辦法。然而，它不

僅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也不能發人深省。

馬克思在《資本論》（Kapital）序言中，寫過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dp：

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5涉及的人，只是經濟

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

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

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

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

同樣，張春橋的產生，也是一種歷史現象。在「左」的環境�，這種人才能得道

升天。有這樣的土壤和環境，沒有張春橋、姚文元，也會產生「趙春橋」、「錢文

元」之類的人物，這不是他們的個人早期活動經歷所必然決定的。這也是一種

「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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